
書評

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

造》（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5）。

程度遞增的兩大階段：1840年到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處於以

農民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內

容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五四運

動到新中國成立的三十年則是以反

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

主義為歷史任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時期。然而當中共實現了標誌着新

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建國」目標

之後，其革命事業並非走到盡頭，

而是再度邁向更高的階段——在

這個被命名為「從新民主主義向社

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中，為了「使革

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

社會」（毛澤東語），中共要在全國

範圍內踐行新的理念，創造新的生

產關係和社會制度，培養新的政治

主體。如此有目的之「破舊立新」，

導致了中共領導下一系列政治、 

社會、經濟、文化的改造運動的 

開展。

今天看來，這些建國初期開展

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一項宏大而系統

的工程，也是新國家對全社會進行

統合的一種具體方式。其中，軍事

在中國共產黨的現代性歷史觀

中，中國近現代的漫長革命史以

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49年的

「十一建國」為節點，被劃分為進步

改造的政治
——評學愚《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造》

●李瀟雨

建國初期開展的社會

主義改造是一項宏大

而系統的工程，也是

新國家對全社會進

行統合的一種具體方

式。改造過程中踐行	

的由上至下、全民參

與的運動方式，不但

使中國的社會動員達	

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還使國家權力急速向

社會各領域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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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書評 鬥爭、政治制度的創新與精神層面

的整肅是改造運動的有機部分；而

自1950年代開始的土地改革，抗

美援朝，清查和鎮壓反革命，「三

反」、「五反」運動，整風運動甚至

文化大革命，則是改造運動進行的

載體和具體表現。通過發動和推行

各類運動，中共不僅建立和夯實了

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地基，也用思想

教育、政治引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相

結合的方法有效地改變了人們的觀

念與行為。而改造過程中踐行的由

上至下、全民參與的運動方式，不

但使中國的社會動員達到了前所未

有的深度，還使國家權力以前所未

有的規模急速向社會各領域擴張，

在擴大和強化國家權威的同時大大

加強了民眾對其認知與服從。這些

「方法」與「路徑」的緊密結合，深刻

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

系學愚教授的新作《中國佛教的社

會主義改造》（引用只註頁碼），正

是圍繞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改造

中佛教的處境來展開。作者運用扎

實的史料，從「宗教信仰自由與依

法管理宗教」、「佛教與馬克思主

義」、「政治學習與僧團改造」、「土

地改革與僧尼勞動」、「建國初期中

共政治與西藏佛教」、「抗美援朝與

中國佛教」、「佛教與階級鬥爭」、

「中國佛教協會」、「佛教外交與政

治宣傳」等九個方面，全面綜合地

呈現了1950年代初至1980年代末

佛教與政治的關係。其中，學愚將

筆墨集中在1950、60年代，深入探

討佛教與佛教徒如何在新的政治 

形勢下成為被改造的對象，如何捲

入、參與和回應各類社會主義改造

運動，又如何為新的政治局面服

務。這樣的結構視野揭示出全書的

基本立場：中國佛教的社會主義改

造不僅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同

時也是一個社會實踐的問題，它深

深嵌入到該時期具體的經濟、政

治、思想改造運動之中。因此，這

本書不但是梳理建國初期佛教在社

會主義改造中命運沉浮的專著，也

可以被看作是以佛教的轉變為視

角，展現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運動

的方方面面、反映當時社會和政治

生態的歷史著作。

一　「再歷史化」的創見

建國初期的佛教社會主義改造

是一個重要但較少人涉足的領域，

在學愚之前，哈佛大學教授唯慈

（Holmes Welch）在1972年出版的 

著作《毛統治下的佛教》（Buddhism 

under Mao）作了深入的探討。唯慈

認為，建國後中共雖對佛教採取了

「控制而非迫害」的政策，然而中國

政府宣揚的宗教政策以及佛教界領

袖所呼籲的佛教改造、政治學習、

生產勞動等，都對佛教傳統造成了

破壞，間接在消滅佛教。他進一步

將當代政治視為造成中國佛教和僧

團奄奄一息的原因，因此對建國後

的中共和佛教界領袖人物抱有強烈

的不滿之情1。相比這種批判和憤

懣，學愚的態度似乎更為持平：他

一方面延續和堅持了唯慈「建國初

期的佛教社會主義改造深刻而全面

地改變了中國佛教」的立場，但另

一方面又將問題「再歷史化」，試圖

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社會政

治處境中理解佛教改造的發生、形

式與結果。

學愚的《中國佛教的

社會主義改造》圍繞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

義改造中佛教的處境

來展開。中國佛教的	

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是

意識形態層面的問

題，也是一個社會實

踐的問題，它深深嵌

入到該時期具體的經

濟、政治、思想改造

運動之中。

c155-201505009.indd   124 16年6月7日   下午4:47



	 	 改造的政治	 125在筆者看來，這種「再歷史化」

的研究角度貢獻了三點創見。首

先，學愚將當代的佛教改造放置在

一個縱深的歷史脈絡中加以關照，

強調政治對佛教的改造和影響並非

是建國後的新現象，而是自佛教傳

入中國以來便一直存在着的老問

題。兩千年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

是一個不斷改造社會和被社會改造

的歷程，但政治對佛教始終具有宰

制性的權力，佛教為求存續、發展

也一直扮演政治工具的角色。東晉

時期道安法師提出「不依國主，則

法事難立」的口號，道盡中國佛教

以服務政權來爭取國家支持與庇護

的策略，而這種策略的長期實行也

形塑出中國佛教所特有的「委曲求

全」性格，直接導致了當代佛教社

會主義改造的成功。

其次，學愚特別強調當代佛教

社會主義改造的「內發性」。近代以 

降，中國佛教界僧團腐化，教義不

彰，僧眾的道德和修為每況愈下，

佛教地位一落千丈；時至民國，佛

教的生存景況更是危如累卵，引發

佛教界內部有識之士和知識份子產

生強烈的改革訴求。然而，由於當

時佛教內部保守勢力過於強大，外

部又戰亂不寧，因此雖有太虛、虛

雲等領袖人物銳意進取，但改革仍

然無法獲得政治支持，舉步維艱

（〈緒言〉，頁xv）。1949年建國後， 

全國氣象為之一新，不少抱持改革

信念的佛教界人士篤信新的政治環

境將為佛教改革帶來社會基礎和條

件，也認為只有借用和依靠新的社

會和政治力量，佛教改革才能成

功。因此，佛教界代表人物巨贊、

趙樸初等人大力提倡佛教改革的方

向應該適應社會主義中國，希望藉

此提升佛教素質，並為佛教在新 

形勢中謀求一個合理與正當的地 

位2。這種情況說明，建國後佛教

界對佛教社會主義改造的響應並不

完全是被迫的無奈之舉——至少

在1950年代上半葉，佛教界與中

共在「佛教改革」上是有共識的，

雖然就前者而言，該共識很大程度

建基在「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

的「主動變通」的前提之下。這種

「內發性」為我們理解建國後佛教界

上層人士與政府的合作關係增加了

新的歷史深度。

再次，學愚也更注意呈現和挖

掘佛教社會主義改造中複雜迂迴的

政治運作。雖然建國後政府在意識

形態領域一開始便提出要以馬列主

義為指導，也充分利用政治、社會

和經濟力量斷除佛教的生存條件和

改變僧尼信仰，但佛教改造的實行

並非鐵板一塊，相反，中央政府會

根據不同區域、階段在改造的時

機、尺度上做出微妙調整。比如，

佛教在藏區與民族問題密切相關，

因此政府一度推遲西藏的佛教改

造，希望鞏固民族統一戰線，避免

造成社會動盪；而因為佛教在外交

上的「工具性」價值，政府在限制

佛教發展的同時，也採取了一些保

護佛教文化、修復佛教場所的措

施。另一層面上，在政府利用佛教

為政治服務、領導全國佛教徒走社

會主義道路的同時，佛教也利用政

治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開拓空間，

例如，佛教上層人士曾一方面呼籲

佛教徒投身社會主義改革，另一方

面試圖尋找佛教思想與馬克思主義

的共同點，為佛教繼續在新中國生

存建立理論基礎。這些現實策略顯

示了宗教、社會、政治的多重互動

學愚強調政治對佛教

的改造和影響並非是

建國後的新現象，而

是自佛教傳入中國以

來便一直存在着的老

問題。他特別強調當

代佛教社會主義改造

的「內發性」，也更注

意呈現和挖掘佛教改

造中複雜迂迴的政治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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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書評 和複雜關係，有助於解構以往關於

佛教改造的平板想像。

上述種種思考決定了學愚呈現

佛教社會主義改造時的論述策略以

及運用檔案資料時的立場，也與前

文提及的「全面綜合」的考察視角

一道構成了本書最大的特點與貢

獻。而在這種「全面」和「發散」的

敍述背後，學愚的問題意識卻是集

中的：全書的九個章節實際圍繞着

中共的宗教管理、佛教社會主義改

造的方式以及佛教的社會角色三大

方面而展開——它們勾勒了社會

主義改造中的佛教，或者說佛教在

社會主義改造中最為重要的社會、

政治與文化面向。

二　宗教管理的組織化與 
機構化　　　　

中國自古就存在對佛教的打擊

和壓制，但新中國的佛教社會主義

改造卻仍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中共

雖並未如歷史上「三武一宗」等滅

佛運動那樣採用武力制裁佛教，卻

通過種種手段造成了諸如僧尼自動

還俗，放棄宗教實踐、改變佛教教

義等持久和深遠的影響。其根本原

因在於中共在建國後建立了一套嚴

密、有效的宗教管理系統，能夠在

僧團內部徹底執行和貫徹黨的意

志。

這套宗教管理系統由「黨內」

和「黨外」兩套組織機構構成。按

照學愚的爬梳，黨內的宗教管理系

統始建自1948年。是年9月，中共

中央委員會成立負責國民黨統治

區、少數民族、政權統戰、華僑聯

絡等工作的「中央統一戰線工作

部」，並責成該部負責宗教政策的

制訂。這一安排為黨內宗教管理的

職能分配開了先河。而隨着政權的

建立和鞏固，中共的宗教管理職能

機構逐步健全，權責也更加清晰：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國

務院前身）在其文化教育委員會下

設置宗教問題研究小組（後更名為

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

1954年，國務院成立國務院宗教

事務局，監督和管理全國宗教事

務，各省也相繼成立宗教事務單

位，負責管理各地宗教團體和宗教

事務。1957年，中央發布〈關於宗

教工作黨內歸口問題的通知〉，明

文規定：「今後有關天主教、基督

教和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的工

作，在黨內統一由各級黨委統戰部

門主管（在政府內統一由各級宗教

事務部門掌管），⋯⋯並保留黨的

宗教工作委員會，繼續協助黨委研

究有關宗教工作的政策，統一宗教

工作步調」，進一步說明中共已在

黨內建設起了由統戰部統一領導、

政府宗教部門具體負責、縱橫全

國、橫穿於各級政府的宗教管理體

系（頁13-15）3。這一管理模式不

僅標誌着中共力圖將宗教納入到黨

的政治工作範疇中，從而保證黨和

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統一領導和綜合

管理，同時也意味着在新政權中，

國家不僅監管宗教，還對宗教有行

政管理權，宗教必須為政治服務。

與此同時，中共在佛教界也找

到了代言人，並依靠他們於1953年 

建立了「中國佛教協會」這個居於

黨外、卻與黨的決策保持一致的管

理機構。中國佛教協會是佛教內部

的領導組織，由全國各民族、各地

區各宗派的高僧大德組成，然而中

中共在建國後建立了

一套嚴密、有效的宗

教管理系統，能夠在

僧團內部徹底執行和

貫徹黨的意志。在新

政權中，國家不僅監

管宗教，還對宗教有

行政管理權，宗教必

須為政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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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的政治	 127國佛教協會既沒有管理和組織全國

佛教徒與佛教寺院的權力，也並非

指導佛教徒修行的學術組織。它的

職能是充當政府與佛教界的橋樑，

一方面向黨和政府反映佛教徒的關

注、報告佛教活動；另一方面也向

佛教徒傳達黨和政府的政策和意

向，並組織僧尼向黨的要求靠攏。

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是當時 

中國政治發展的產物，也是一個新

的嘗試。歷史上，中國佛教的僧團

組織一直處於「各自為政」的鬆散 

封閉狀態，缺乏一個全國性的統領

組織——民國時期雖有佛教界人

士多番嘗試，但也屢遭失敗。直至

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才

出現第一個全國性的，包含各民族

信眾、組織健全、能夠有效開展工

作的佛教組織。在其帶領下，各地

僧眾投入到各種自我改造的運動

中，參加政治學習和生產勞動，也

按照社會主義來改造佛教。而中國

佛教協會的重要職能除了傳達和落

實宗教政策外，還作為佛教徒的代

表組織參與了一系列的社會與政治

活動，表示廣大佛教徒和政府站在

同一陣線上。它的成立標誌着政府

開始利用佛教徒來管理佛教本身，

也體現了當代中國佛教與政治的成

功合作，開創了當代中國政治佛教

的模式。

三　佛教社會主義改造的 
開展方式　　　

除了嚴密的宗教管理系統，中

共對佛教社會主義改造採取的具體

形式也很特殊：它沒有進行任何特

別針對宗教的改造運動，而是在社

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改造

中實現宗教改造的目標。換句話

說，當代中國的佛教社會主義改造

是在一系列其他領域的社會改造成

果中實現的。

比如說，在物質基礎層面上，

中共便將寺廟的土地問題納入到整

個土地改革運動中去，在徹底改變

中國農村經濟結構的基礎上，打破

了千百年來佛教寺院的經濟體系。

土改是中共奪取政權的重要手段，

早在蘇維埃政權時期，中共便在根

據地實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

法》，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 

建國前與建國後又分別通過《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等條例

和法規，進行生產資料的大規模重

新分配和集體化，徹底改造中國的

經濟和社會結構4。而在這一過程

中，寺院千百年來積聚的寺田成為

土改中的一個目標類別，以至於 

中共在1950年1月13日頒布的〈關

於處理老解放區市郊農業土地問題

的指示〉明文規定：「學田、族田及

祠堂、寺廟、教堂、公共社團等所

有之土地應一律收歸國家所有，並

加以適當分配⋯⋯僧尼之願意從

事農業生產亦得酌量分給一部分土

地。」（頁186）這種由國家徵收或沒

收寺院田產的行動，改變了以往行

之有效的寺院「人地關係」，不僅衝

擊了佛教寺院依靠田租生存的傳

統，也瓦解了傳統僧團的經濟基礎。

不過，對佛教的改造，歸根到

底是對佛教徒的改造。這意味着中

共要通過政治學習、思想改造以及

生產勞動等具體措施和運動，在思

想和行為層面上將佛教徒轉變成為

社會主義新人。但在建國初期的語

中國佛教協會這個居

於黨外、卻與黨的決

策保持一致的管理機

構的成立，標誌着政

府開始利用佛教徒來

管理佛教本身，也體

現了當代中國佛教與

政治的成功合作，開

創了當代中國政治佛

教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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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書評 境中，這類改造往往意味着針對僧

尼身份的「校正」；而「佛教徒」、

「人民」、「公民」這三種身份的潛在

矛盾，則導致了廣大出家人在身份

校正過程中的痛苦。

甚麼是新中國理想的「人民」？

在《共同綱領》中，「人民」被定義

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

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一切民主愛

國人士，也包括可以團結和爭取

的、贊成和擁護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的對象。這種分類方式說明，除了

堅定的勞動者屬性和階級立場，

「人民」的性質還必須包括高度的政

治覺悟和愛國主義精神，必須擁護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站在黨和

人民政府這一邊，反對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參照這

些定義，佛教徒實在是「人民」隊

伍外的一群——中國傳統業林寺

院屬於地主階級，部分僧尼以出租

田地、剝削農民的勞動生產為生；

而廣大僧尼乃至整個佛教傳統又深

受封建文化思想的影響。正是這

樣，政府才有必要對他們採取「團

結、教育、改造」的方針，用「民主

教育」的方法改造僧尼思想。此乃

佛教界的政治學習風潮的肇始。

對當局而言，政治學習是僧尼

拋棄舊社會、適應新社會的必要條

件，也是他們跟上時代、緊隨群眾

的第一步，然而究竟政治學習要學

些甚麼？北京的實踐也許頗具代表

性：從1949年12月開始，巨贊在

北京市民政局的協助下，創辦「北

京市佛教徒學習會僧尼學習班」，

辦學目的包括三方面：學習馬列主

義及毛澤東思想；建立勞動觀點，

服務人民；肅清封建迷信思想，爭

取佛教光明。在具體的課程設置

上，除了「今後佛教徒之任務」外，

還有由官員和教授講授的「社會發

展史」、「佛教發展史」、「佛教人生

觀」、「新人生觀」和「常識及技術」

課程。同時，學習班政治、勞動一

把抓，每位參加的僧尼學員每天必

須參加勞動兩個小時（頁133-34）。

政治學習改造了僧尼的行為思

想，而「勞動」更是廣大僧尼改變

「寄生蟲」性質、成為合格「人民」

的重要一環。一方面，在新中國，

勞動光榮，僧眾要向新的標準看

齊，便意味着不僅要在精神上接受

馬克思主義教育，在行動上也必須

自食其力，努力和自己過去的剝削

階級性質劃清界限；另一方面， 

失去寺田和經濟來源的僧尼也只 

有親自進行生產勞動才能生存下

去。在這兩個原因的交互作用下，

1950年代起，僧尼中開始掀起大

生產運動——這些生產工作不是

傳統佛教意義上的「出坡」（指僧尼

從事寺院內部的一些工作，如挑

水、做飯等）或禪宗提倡的「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它導致了廣

大僧尼在勞作中放棄佛教徒身份：

隨着寺廟成為生產工地，僧尼和其

他農民、工人一樣成為全職勞動

者。根據統計，至1952年底，全

國農村和城市中70%至80%的僧尼

已經從事農業或手工業，勞動成為

僧尼的首要任務和主要經濟來源，

甚至成為宗教修行本身（頁211-61）。

除此之外，中共在思想改造中

向僧尼灌輸的馬克思主義鬥爭哲

學，也成為他們向「人民」身份靠

攏的實踐標準。1950、60年代，

中共先後展開鎮壓反革命和反右運

動，要求全國人民揭發隱藏着的階

級敵人，佛教徒也在這種鬥爭原則

對佛教的改造，歸根

到底是對佛教徒的改

造。 這意味着中共

要通過政治學習、思

想改造以及生產勞動

等在思想和行為層面	

上將佛教徒轉變成	

為社會主義新人。而

「佛教徒」、「人民」、

「公民」這三種身份有

着潛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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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的政治	 129下開始打破教內「合和」的律儀，

檢舉、揭發、批鬥教內的「反動份

子」和「反革命」。為了進一步使佛

教慈悲和平、冤親平等的思想和階

級鬥爭的原則相適應，佛教人士甚

至重新詮釋佛教思想，強調慈悲應

該是有階級性的。對此現象，學愚

總結說：

在那個「不是人民的朋友，就是人

民的敵人」的時代，誰都不願成為

人民的敵人，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若要成為人民或人民的朋友，則有

必要同階級敵人作鬥爭，用實際言

行來證明。（頁423）

而「佛教徒」與「人民」、「公民」

身份的衝突，最突出地反映在抗美

援朝戰爭中青年僧人從軍殺敵之

上。照理說，從軍意味着還俗，殺

敵則是殺生，這兩者都與佛教的教

義大相逕庭。但在抗美援朝期間，

當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公開徵召青年

僧人入伍時，佛教界不但不反對，

反而積極鼓勵青年僧人還俗，鼓勵

他們上前線殺敵；也有僧尼響應號

召，脫下袈裟，奔赴前線。這種奉

獻方式隱含着兩個寓意：其一，新

中國成立之後，廣大僧尼和其他公

民一樣，在享受法律給與的權利的

同時須承擔國家義務；其二，在愛

國主義立場上，中國佛教徒沒有自

己獨立的位置，他們必須與中國 

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擁有共同的 

意識形態和表現方式。學愚認為，

1950年代初，在中國革命勝利的鼓

舞下，青年人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

踴躍從軍是當時普遍的心態和行

為；而部分青年僧人也受到這種時

代社會政治的影響，具有了為祖國

奉獻的決心和勇氣（頁354-55）。

但必須注意的是，從軍殺敵的愛國

方式是世俗的、排他的，它與僧人

的修行是不兼容的。而僧人必須拋

棄自己的宗教身份，才能擁抱和兌

現愛國主義，進而成為「公民」和

「人民」中的一份子。

總之，透過各種各樣的社會主

義改造，我們看到在中共的領導

下，佛教徒與社會大眾一起投身於

政府發動的社會與政治運動中。他

們逐漸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員，

然而他們的僧人身份也逐漸消失 

在勞動、鬥爭或從軍的社會實踐 

之中。

四　佛教在社會主義中國 
扮演的角色　　

除了控制宗教並不斷在各種社

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創造令宗教消亡

的社會和經濟環境，中共對於佛教

的態度也有相當「實用主義」的一

面，這主要體現在中共利用佛教的

影響力開展民族工作和國際外交之

上。

1949年，新中國繼承清朝的

疆域與人口，成為一個邊疆廣闊、

民族眾多的現代國家。如何妥善處

理國內的民族問題，是中共需要面

對的重要政治挑戰。而其中，西藏

問題頗為特殊。首先，在中國歷史

上，至少明清兩朝，西藏與中央政

權存在着傳統的朝貢、臣屬關係以

及雙重承認政治，西藏雖臣屬於中

央卻享有部分自治權。但在傳統國

家轉化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這種

複雜的朝貢關係必須轉化為以領土

內的行政管轄權為主的現代主權 

「佛教徒」與「人民」、

「公民」身份的衝突，

最突出地反映在抗美

援朝戰爭中青年僧人

從軍殺敵之上。從軍	

殺敵的愛國方式與	

僧人的修行是不兼容

的。僧人必須拋棄宗	

教身份，才能成為「公	

民」和「人民」中的一

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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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書評 表現方式，該政治變遷必將引起邊

緣／中心之間的摩擦5。其次，西

藏與漢地不同，實行的是政教合一

制度，佛教是當地藏民的精神支

柱，佛教領袖如達賴、班禪、各大

活佛、沙門同樣是政治領袖，其地

方政治也以僧尼為中心展開。也就

是說，西藏的宗教問題不僅僅是個

人信仰問題，更是其政治結構的重

要部分。

因此，在「一國」的原則下與

佛教頂層人物和談、合作，爭取其

支持，成為中共建國後穩定西藏局

勢、甚至進一步在西藏開展新民主

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提；

而佛教在西藏的地位、信仰、利益

問題，既事關中共對西藏問題的表

態，也是西藏統戰工作的重要內

容。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

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

阿旺晉美在北京簽署了《關於和平

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在這「十七

條協議」中，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規

定：肯定少數民族自治原則；保證

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固有的地位和

職權不變；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

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保

證寺廟收入。協議還規定，西藏地

區將暫不進行土地改革，不徵收喇

嘛寺院的土地（頁278）。這些宗教

保護政策與同一時期漢地推展的宗

教改革方針相距甚遠。

隨後，中共採取雙管齊下的方

法，一方面制訂優惠少數民族的政

策，努力緩和漢藏矛盾；另一方面

又強調國家統一，要求西藏也循序

漸進地進行新民主主義改革和社會

主義建設，而爭取西藏佛教人士 

的支持便是改革的重要「手段」。

1953年6、7月間，第四次全國統

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提出

七條經驗，其中三條與佛教直接相

關，包括：做好上層人士和宗教人

士的統戰工作；照顧與人民有聯繫

的上層人士和宗教人士，給他們出

路；寺院的土地、房屋及其他有關

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土地原則上

不予變動（頁292）。

不久，在這一思路下的一系列

舉措陸續展開。1954年9月，在第

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西藏佛

教界領袖人物達賴和班禪當選人大

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和常務委員，

同年12月，班禪當選全國政協副

主席，達賴為政協常委，這是中共

特有的政治平衡術。1956年，西藏

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成立，中

央代表團赴藏，團長陳毅提出「政

教昌隆，繁榮幸福」的新口號，而

代表團也進行了大量圍繞宗教事務

的活動，如參觀寺院、禮佛上香、

對話活佛等，他們還將從北京帶來

的大量禮物和銀元贈送給西藏地區

的所有寺廟與喇嘛6。這種物質方

面的拉攏、政治方面的宣傳，都是

希望在不觸動或少觸動西藏的佛教

利益的前提下，爭取社會主義改造

的開展。就算是1959年發生「西藏

叛亂」、達賴出逃印度後，中共也 

立刻利用西藏其他的佛教領袖——

特別是班禪——扮演安定社會、

政治表態的角色。在西藏內部，班

禪安撫失去心靈依託的藏民；而在

更大的政治舞台上，班禪則利用政

治會議與傳經、法會等宗教活動，

公開譴責叛亂並重申其政治立場，

以藏人宗教領袖的身份支持中共，

維護民族團結（頁510-11）。

中共利用佛教作為實用工具，

還展現在建國後通過佛教開展公 

中共一方面制訂優惠

少數民族的政策，努

力緩和漢藏矛盾；另	

一方面又強調國家	

統一，要求西藏也循

序漸進地進行新民主

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	

建設，而爭取西藏佛

教人士的支持便是改

革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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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外交，爭取和周邊佛教國家建立

友好關係上。佛教外交的出現與

1950年代中國所置身的國際冷戰

局勢有關。新中國建立後即因意識

形態的分歧受到西方社會的敵視、

封鎖和排擠，而1950年代中又同

蘇聯社會主義陣營關係決裂，在兩

大陣營的雙重壓迫下，中國必須同

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亞洲鄰國建

立外交關係，進行文化、商業和經

濟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以開拓和

爭取國際活動的空間。而在此背景

下，中共很快意識到，佛教作為一

種具有國際友好往來傳統的世界性

宗教，或許可以幫助備受孤立的中

國在國際外交上贏得朋友和支持；

特別是就深受佛教影響的東亞和東

南亞各國而言，中國可以利用佛教

作為交流媒介，與它們重新締結友

好關係。

隨後，中國當代的佛教外交應

運而生，而中國佛教協會便是主要

的執行單位。事實上，中國佛教協

會成立時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協助

政府展開佛教外交活動。在具體方

式上，中國的佛教外交有兩條路

徑，一是「走出去」：組織佛教代表

團，積極向海外宣傳中國的外交政

策和宗教政策，廣結朋友；派遣佛

教代表團訪問佛教鄰國，廣泛接觸

這些國家的佛教團體和人士，宣傳

中國佛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發

展。二是「請進來」：邀請其他國家

的佛教領袖和學者訪問中國，加以

熱情周到的接待，讓他們了解佛教

在中國的現狀，希望他們在國際社

會中幫助中國政府重新建立保護佛

教、尊重僧團的形象。

新中國的佛教外交是披上了宗

教外衣的政治外交，因此它具有明

確而富於時代特徵的政治主題，比

如反對美帝國主義，呼籲亞洲各國

人民的團結，提倡和平、反對戰爭

和暴力。1950、60年代中，中國的

佛教團體與緬甸、柬埔寨、尼泊

爾、錫蘭、印度、越南、日本等國

的宗教團體開展了國際友好往來，

不僅為中國政府贏得許多佛教團體

的支持和同情，還促成、輔助雙方

政府建立政治共識，達到了佛教外

中國的佛教外交有兩

條路徑，一是「走出

去」：組織佛教代表

團，積極向海外宣傳

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宗

教政策；二是「請進

來」：邀請其他國家

的佛教領袖和學者訪

問中國，讓他們了解

佛教在中國的現狀。

1954年12月，達賴當選全國政協常委。（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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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書評 交幫助中國與鄰國締結友好關係的

既定目的7。

五　結語

雖然學愚在書中並未明言，但

從他的分析中，我們看到新中國佛

教社會主義改造既有「形而上」的

動因，又有「形而下」的利益驅動

因素。在新的權力組織形態和制度

設置下，國家與宗教間的緊張關係

不僅是意識形態的鬥爭問題，更隱

藏着現代國家重整、控制社會與資

源的企圖。以後者為目的，民國政

府曾多次試圖改造僧團，利用佛教

資源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

服務，但以失敗告終。而新中國依

靠強力的國家機器和多管齊下的社

會主義改造運動，不僅在僧團的意

識形態上貫徹了馬克思主義主張，

也在社會層面上保證了國家利益的

最大化和佛教改造的深刻性。

然而正如一些學者所看到的，

這場曠日持久的改造運動的確「改

造」了佛教，但卻沒有「消滅」佛教。 

雖然在這一改造的過程中，寺院的

功能不再是舉行宗教法會，僧尼不

再以田租、募化、香火和經懺生

存，佛教儀式成為祈禱世界和平、

抗議侵略、愛國捐獻的政治活動，

甚至佛教道德倫理都發生了相應的

改變，然而佛教並沒有徹底消亡。

或者應該說，傳統的僧團和傳統的

佛教修行方式也許消亡了，但佛教

的思想和社會實踐卻以更世俗化和

民間化的方式繼續在中國存在（頁

612-13）。也許佛教在1980年代的

迅速恢復，甚至改革開放後佛教活

動的重新復興，都可以為以上的結

論補寫一段清晰的註腳。

在當下這個經濟高速發展，人

們的社會關係、社會結構、思想狀

態都經歷着激烈重組的時代，佛教

必然會像它在歷史上所經歷過的一

樣，面對新的危機，發生新的變

化。筆者期待學愚或其他關心中國

佛教前景的學者為這個新的長期課

題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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